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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使国内生物质能产业摆脱目前普遍存在的经营亏损困境，我国现有文献将思路集中于降低生物质能产业成本和转嫁经营负担两方面。但是忽视了生物质能生产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环境效益之变现问题。确认生物质能碳汇的法律属性并将生物质能碳汇纳入国内碳交易试点，以实现生物质能环境效益之变现，这是通过市场机制对生物质能产业实现生态态补偿的较好方式，是解决该产业发展困境的一条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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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operational losses plight of domestic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which is 

the common plight at present,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how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 

and shift operation burden.However,to cash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which the production 

activity of biomass energy has,has been ignored.In order to cash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biomass energy,we should affirm the legal attribute of biomass energy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insert it into pilot project for the domestic carbon trading,which is a good way to realize

the permanent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by market mechanisms and 

a new way to solve the development pligh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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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解困思路与评析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我国生物质能生产成本过高，对财政补贴强度依赖并运营亏损等发展“不经济”的困境，既是其难以形成产业化规模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其与传统化石能源竞争劣势的主要原因。为此近几年学界展开专门的解困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观点：

    1.1降低成本与优化技术的内功思路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优化生物质原料供应，旨在实现生物质原料的稳定、规模和低成本供应。包括培育和选择低生长成本、高产出的生物质原料品种，如木本油料生物质[1]；合理规划，大面积集中种植生物质原料，降低原料的收集、运输成本，如建设生物质能源林；建立规范化的生物质原料积储技术体系和供应模式等[2]。二是优化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旨在促进生物质能的高效率产出，降低生产消耗。包括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注重鼓励技术创新，提高生物质能生产技术的国产化水平；引进国外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做好吸收、消化、再创新工作；培养系统思维，实现制造技术、生产工艺、组织管理和营销理念的统一最优化等[3]。

实际上，考虑到在目前我国生物质资源分布零散、不均的实际情况下，以优化生物质能原料供应的方式来降低生物质能的生产成本、提高生物质能的生产效率的措施，在短期内不能带来明显的实际效果。此外，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化的核心技术目前已经实现全面覆盖，处于世界领先水平[4]，以该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幅度是相对有限的，不足以弥补生物质能企业的亏损。

     1.2政策法律与财政补贴的外功思路
     2011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对生物质能的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及法律法规的建设，从宪法到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等立法的框架已经形成，但是法律制度内容不够具体，缺乏操作性。与立法同时，国家先后颁发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等等，但是在生物质能的产业发展、组织管理、科技装备、经济激励等环节，还存在许多政策和立法空白[5]，如灵活的补贴协调机制建立、财政和税收优惠的调控力度、给予消费者支持和激励制度构建。

    通过分析发现，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不经济”性的困境，决定了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是其发展初期的原始动力，有必要尽快形成易操作、强支撑力的相关政策、法律体系。然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生物质能产业终究是要面向市场，经受市场的优胜劣汰。其产业的高效率发展势必是要立足自身，找到自己的市场优势，而不是依赖财政政策的无限度投入。事实上，国家财政也不可承受长期无限度的投入。
1.3绿色证书交易制度的引入与构建    

绿色权证交易制度起源于欧洲，我国生物质能发电方面已经开始引进。它一般是指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过程中，国家强制配额义务主体（在生物质能发电方面是电力公司）以通过自己生产或者交易绿色权证的形式完成其应承担的强制开发可再生能源义务的制度[6]。强制配额义务主体若超额完成国家配额目标的，对于超额部分，由专门机构发给绿色证书。该绿色证书能够在交易市场上出售。当某些配额义务主体无法完成国家配额目标时，它可以在绿色证书交易市场上通过购买该绿色证书的形式完成配额目标。该制度运作优化了生物质能资源在全国范围的配置，无论是在生物质资源匮乏抑或丰富地区，采用性能较好技术抑或不好的技术，都可通过生物质能绿色证书交易制度发挥配额义务主体的自身优势并以相对最低成本完成生物质能源发展指标。

但是该制度仍是政府运用强制力推动的被动发展模式，从根本上生物质能市场化、规模化发展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该制度的交易主体（即该制度中的国家强制配额义务主体）往往是生物质能企业本身，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加重了生物质能企业的生产负担，降低了其生产效益。

1.4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引入与构建

合同能源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能源管理模式和市场化运作的节能新机制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合同能源管理是指用能单位与能源服务公司以签订合同的形式约定节能目标，能源服务公司提供综合节能服务，用能单位以阶段节能效益支付能源服务公司合理费用。生物质能如果纳入到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中[7]，会使生物质能的材料供应、技术支持、资金投入和销售环节等转而由能源服务公司负责，生物质能的经营风险相应地就转嫁到能源服务公司肩上。这种思路所假设的前提是，有更强承受力的能源服务公司在消化生物质能经营不经济的基础上仍能实现盈利。研究中也发现，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中的能源服务公司属性既然是经济主体，它追求的首先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在生物质能源“不经济”情况下，能源服务公司将生物质能源纳入其体系中的积极性值得质疑，并且其实效性也不容乐观。

    综上，现有的解决生物质能产业化困境的思路，主要是集中在如何降低成本，或者如何将经营的负担进行转嫁上，而事实上，生物质能除了具有替补化石能源的作用外，还具有节能减排的环境效益价值，即生物质能环境效益变现理论。该理论主张在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将其环境效益的货币价值予以实现，这样不仅可以补偿企业的经营亏损，还可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而其环境效益变现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拟制生物质能碳汇概念，并制定生物质能碳汇交易制度，构建生物质能碳汇交易市场。生物质能环境效益变现理论应当是实现生物质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思路[8],该理论将对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解困意义重大。

    2 生物质能环境效益变现理论的法理辨析

2.1生物质能环境效益变现基础：生物质能碳汇

目前对碳汇（Carbon Sink）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碳汇专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显然该观点是狭义的碳汇概念，对碳汇范围的界定过于狭窄，仅限于森林碳汇，实际上天然的碳汇来源就包括森林、草地、湿地、农场、农作物等多种；其二主张碳汇泛指陆地生态系统中碳库的储量和积累速率[9]，该观点没有体现出碳交易市场中碳汇概念的减排价值，而碳汇的减排价值是它得以交易的基础；其三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后续补充条约《京都议定书》对 碳汇进行的界定：“碳汇(Carbon Sink)”是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前体或气溶胶任何的过程、活动或机制。诚然，该概念突出了碳交易市场中碳汇所具有的减排价值，但是该观点认为碳汇的种概念是过程、活动或机制，这更像是碳汇项目的概念，而不是碳汇概念本身。由此，笔者认为“碳汇”（Carbon Sink）应被定义为经减排核证的从大气中清除的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前体或气溶胶，其重要特征是可以被量化。继而“生物质能碳汇”应当定义为，通过对生物质能生产利用的方式从大气中清除的经核证量化的温室气体。

目前国际规则、各国国内立法均为对碳汇的法律性质做出明确规定，但是笔者基于以上对碳汇概念的界定，认为碳汇具备“物”的属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物”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许多不具有形体的物，如热、磁、电等也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物。正如陈华彬教授指出的，“具备独立之经济价值及排他的支配可能性两项要件，即为物，得为权利之客体”。因此，笔者认为，从具备存在于人身之外的独立性、可被人支配以及能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等属性来分析，碳汇虽然不能纳入物权理论中典型的有体物范围，但属于无体物，却具备“物”的特征。

2.2生物质能环境效益变现核心：生物质能碳汇交易

而碳汇交易在全球范围内最早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创设出来的一种拟制交易，也即是通过法律拟制，将一般意义上不能构成交易标的的气体环境容量资源导入拟制交易的环节，从而创设一个无形物的市场。该市场的参与主体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缔约国，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汇交易实际被囊括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之中，基本规则也是附有强制减排义务的缔约国将享有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当其实际排放量大于该配额时，可以向碳汇提供方购买经有权机构核证的碳汇信用额以抵消其超出的排放额。该交易机制核心价值在于激励温室气体的减排，通过将各种碳汇推向市场，使它们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碳汇交易具体来源主要有森林、草地、湿地、农场、农作物等，目前我国对碳汇的研究和项目实践也集中于这些领域，尤其高度集中于林业碳汇[10]，对生物质能碳汇及其交易市场的研究尚待开发。

从我国现实看，生物质能在减排方面其优势得天独厚的环境友好性已经得到了国内学商届的公认，生物质能碳汇发展权利拟制的设计，可以和天然的碳汇来源一样起到清除二氧化碳的作用。理由在于：

其一，生物质能的生产、利用过程基本是零排放，[11]而且生物质能利用中的碳循环的周期要远远低于煤碳中的碳循环，生物质合成中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基本上等于生产、利用生物质能时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整个循环过程基本实现对环境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其二，生物质能源在替代化石能源的过程中不仅以替代（或储存）化石能源的方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还可有效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烟尘、粉尘等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例如，与煤炭发电相比，利用秸秆发电1kw·h可节约438.54g原煤，减少669.73gCO₂的排放，同时减少7.7gSO₂,6.78gNOｘ等污染气体的排放[12]；

其三，有些生物质能在“零碳”之外还有“负碳”的吸收二氧化碳的效果。所谓“负碳”是指从全生命周期计算，其碳排放当量是负值，数据显示，用该燃料做车用燃料，每获得1兆焦做功的能量，碳排放当量是-62公斤[13]。例如，从人畜粪尿中制取的沼气，再将该沼气提纯为生物质天然气做燃料。

2.3生物质能环境效益变现关键：市场 

 据数据显明我国生物质能碳汇已进入国际交易的法律运作当中。截止到2013年11月01日我国已获得CERs签发的生物质能CDM项目为27项，占我国已获得CERs签发的全部CDM项目的1.99%。[14]可见，生物质能项目已经被纳入到《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中，在清洁发展机制下，开发生物质能CDM项目，一面可以引进和推广《京都议定书》附件一中的国家先进的运行管理经验和减排技术；同时CDM项目业主在项目取得CERs签发后可以获得“卖碳”收益，在目前生物质能产业普遍亏损的状态下，这笔资金将能减少项目业主的亏损。

    事实上我们看到，CDM作为我国参与国际强制减排碳市场的唯一途径，有一些先天不足之处，比如，该机制是京都时代利益短期妥协的产物，受外部国家间政治形势影响较大，其持续性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并且我国不是《京都议定书》附件一中所列的负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在该机制中缺失碳汇定价权、话语权，在整个碳汇交易产业链的只能处于最底端，这些不足使得CDM难以圆满承担起国际减排领域中利益平衡的功能。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11月1日全国共批准了170项生物质能CDM项目，其中已经取得CERs签发的仅有27项，占前者的15%。[15] CDM作为一种资金转移机制，正在试图将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抛出在体制之外。因此，构建国内生物质能碳汇交易市场是实现我国新能源战略的重要课题之一。

   3 生物质能碳汇市场构建的法律思考

生物质能的碳汇功能可以向社会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产品，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对这种外部性特征的最有效的激励方式是通过市场手段对生物质能的生产活动予以补偿，但是对于生物质能碳汇本身来讲，自发的市场手段是缺失的。我国基于生物质能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是起步于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政策推进。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考虑，我国既要借鉴“京都规则”的碳汇交易，亦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应当从确立生物质能碳汇的产权制度、生物质能碳汇交易的法律地位和管理体制等几方面予以构建。

3.1确立生物质能碳汇的产权制度。

《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由此可见只有产权界定清晰的商品才可以进入交易市场。完全的产权状态包括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排他性与可转让性。相应地生物质能碳汇必须要在其产权清晰确定之后才能投入市场交易。这就决定了推进生物质能碳汇交易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在法律上确认生物质能碳汇的产权主体。

生物质能碳汇是凝结了人类劳动的天然孳息。生物质能碳汇原本仅是在生物质能生产利用活动中当然附随产生的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物品，因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转化为一种需要明确产权主体的财产。因此，从法律属性上看，生物质能碳汇是生物质能的孳息物。我国《物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天然孳息的概念，孳息概念源于古罗马法，其原义是“土地按期产生供人畜食用之物”[16]。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孳息的含义日渐扩大，还包括依原物的用途而产出的各种收益，例如动物的产出、房屋的租金等。发展至今，孳息的范围又一次被扩大，包括了基于生物质和人类劳动而产生的生物质能碳汇。当然这种孳息必须按照法定的规则，由专业机构认证并确定“核定减排量”后才符合交易的条件。

由此，生物质能碳汇产权的归属，就要按照法律关于孳息的相关规定予以确认。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生物质能碳汇作为一种与生物质能相分离的天然孳息，其产权应该归属于对生物质能享有所有权的生产企业，即企业对其在经营生物质能过程中所产生的孳息—生物质能碳汇享有完全产权。

3.2确认生物质能碳汇为合法的减排交易方式

国际碳汇核证减排量的可交易性是在《京都议定书》中确立的。我国基于生物质能碳汇交易的制度设计，其逻辑起点应当是通过立法承认可以通过生物质能碳汇的形式折抵减排义务主体的法定减排指标，这样可以为生物质能碳汇进入碳排放权交易设置合法的效力。即允许国内高耗能企业通过购买生物质能碳汇产生的碳信用额度实现减排或进行市场交易,这样能够切实解决生物质能碳汇需求问题。生物质能碳汇交易的需求方是附有减排义务的企业，就我国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来看，主要是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七省市（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外加湖北、广东、深圳七省市）所规定的负有强制减排义务的配额购买者，而另一方则是生物质能碳汇的提供者，其本身并没有减排义务。

同时，交易所作为生物质能碳汇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联系的中介，是其碳汇产品进行交易的场所和平台。为借鉴《京都议定书》确立的CDM对生物质能等节能减排效益明显的可再生能源的扶持作用，在国内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过程中，应尽快将生物质能等碳汇交易纳入试点交易范围，培育生物质能碳汇国内交易市场主体，引导资金从负有强制减排义务的重工大型企业向生物质能企业流动。

3.3确立生物质能碳汇管理体制

碳汇市场产生的碳信用只有经过该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认证并出具核准证明后才能进入市场交易，这也是碳汇市场与其他市场的重要区别之一。所有应当授权确定生物质能碳汇的法定主管机构，并建立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现在我国生物质能主管部门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家能源局，可以在国家能源局下增设生物质能碳汇办公室，作为其法定的主管机构。

在CDM中，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是CDM执行理事会制定的审议核查机构（DOE），它是具有企业性质的经营实体，主要职责是对碳汇项目的合格性和碳汇信用数量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在我国，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曾在2008年5月7日经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批准授权，正式成为其温室气体减排额度抵消项目的验证机构。在国内生物质能碳汇市场构建中可以授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或其他更合适的机构作为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

    4 结语

    在分析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四大解困思路的前提下，指出生物质能的环境效益变现是解决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创新的重要途径，从法律上确认生物质能碳汇的法律属性是生物质能企业在经营生物质能过程中所产生的孳息，并在政策法律上应确认生物质能碳汇的产权制度，培育交易市场主体、确认主管机关和将生物质能碳汇纳入国内碳交易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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